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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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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是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凝

练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并深入探究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提质增

效、交互合作和创新突破三条路径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在三条路径中，数字化分别发挥生产

管理加速效应、资源关系联动效应和关键技术突破效应；提质增效与交互合作推动高效率、高

柔性与高协同，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中“质”的重要支撑，交互合作又与创新突破催生新技术、

新业态与新模式，构成“新”的核心表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上述三条路径彼此衔接、

互相促进，“以质育新、以新促质”的动态演化过程；构建出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模型。研究结论有望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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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数字化则是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

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

发展新动能”。此后，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
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

断创新”，这一论述揭示了企业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从生产力演进视角看，

企业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构成，是一个通过要素联结提升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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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价值创造的有机系统（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在传统发展范式下，企业主要依托实体要

素的线性配置与经验驱动，着重于成本控制与规模效应（洪银兴，2024）。然而，在数字经济时

代，企业生产力正加速向以数据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转型。通过技术范式革新与流

程再造，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正由单一效率导向，拓展为更高质量、更强韧性与更高可持续性

的综合提升（李庆雪等，2024）。这种转型不仅是企业构筑持续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更是支撑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化是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它通过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与创新应用，为企业注入持续的创新与发展动能（洪银兴，2024）。其中，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等关键性与颠覆性技术，已成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周文和许凌云，

2023）。这些技术在数字化实践中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为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创新和供应链管

理带来系统性变革（戚聿东和肖旭，2020）。当前，关于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逐

步展开，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赋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作用

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数字化通过驱动劳动者技能数字化升级、劳动资料智能化迭代

与劳动对象数据化重构，从生产要素底层重塑企业新质生产力体系（周文和杨正源，2025）。此
外，数实深度融合还通过优化全要素配置效率，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基础支撑。进一

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提升研发效率与供应链协同效率，直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增长

（谢地等，2025）。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一是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相关性识

别上，对数字化在生产、管理与创新等具体环节中的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性阐释；二是研究内容

多呈现单点突破特征，缺乏对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解构，尚未揭示各要素与环

节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三是数字化赋能结果具体体现为突破何种“新”、升级何种“质”的核心问

题仍未得到清晰解答。

基于此，本研究围绕“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

法，探索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并遵循“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逻辑，深入探

究其赋能机制。本研究推进了企业层面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有助于打开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过程“黑箱”，对加速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  文献回顾

（一）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刘守英和黄彪，2024）。马克

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利用和改造自然以满足需要的物质力量，由劳动者、劳动

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其中，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力量，深刻影响着生

产力的结构、层次与形态（周文和许凌云，2023）。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科学技术不仅成为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而且通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

优化组合与协同跃升，催生了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刘伟，2024）。
从概念特征看，新质生产力是指因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刘伟，2024）。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依靠传统要素

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累加式增长，更加强调质量提升、效率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体现出创新驱动、

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与人本内蕴等时代特征（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在培育方式上，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既源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引导，也依托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实践。宏观层面，国

家新质生产力建设的核心在于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引领，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和优化制度环境，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重塑与升级（周文和许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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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刘伟，2024）。微观层面，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其培育过程依托于技术创新突

破、专用资金投入与高素质人才支撑（刁海璨，2025）。其中，数字技术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中

发挥着基础性与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它通过对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数字化重构，

显著提升要素质量与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它突破时空约束，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

配置（渠慎宁和梁航远，2025）。传统生产要素的升级与重组，进一步推动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及商业模式等环节实现数字化变革，从而实现由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的跃迁（郭慧婷等，2024）。基于此，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可从多维理论框架加以阐释：资源基

础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集合体（Chisholm和Nielsen，2009），关键资源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

底；变革管理理论关注组织结构与制度创新如何引导企业有效应对变革（戚聿东和肖旭，

2020）；动态能力理论揭示了企业通过持续的资源整合、组织学习与能力重构等方式，激活并释

放资源的潜在功能与价值（Teece等，1997）。这些理论共同揭示了企业在科技驱动下实现要素

重组、结构变革与能力演化的内在逻辑，为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形成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初步识别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念特征与培育方式，但大多

数研究仍停留于宏观或现象层面的探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演进路径及价值创造

模式的深度解构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应该回归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基于资源禀赋构建能力架

构，以组织变革激发要素活力，并整合多理论视角系统揭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生成机制，

为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二）数字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是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生产要素数字化升级与管理

模式数字化变革的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数据驱动、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提升企业运营

效率、创新能力及可持续竞争优势（Ritter和Pedersen，2020）。具体而言，在要素层面数字化促使

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数字态”升级；在管理层面，数字化打破传统层级结构，推动企

业构建扁平化组织、数据化决策体系和柔性化运营机制（戚聿东和肖旭，2021）。这些变革不仅

让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更使其成为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侯二秀等，2025）。因此，探析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议题。

企业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新”为形态特征、以“质”为价值内核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而数字

化正是驱动“新”与“质”形成的关键力量。其中，“新”代表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

的生产力，如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等；“质”指的是通过对新技术、新能源、新模式的应用，实

现生产力水平和质量的跨越式提高（刘伟，2024）。已有研究为理解数字化如何塑造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新”与“质”提供重要支撑。在“新”的突破层面，数字技术的渗透与融合不断重塑价值创

造的边界。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大数据通过强化创新前端的机会识别与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

成为孕育突破性成果的重要前提（孟庆时等，2022）。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为企业商业模式创

新提供了可重组的技术架构与可扩展的创新空间。同时，数字化还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等新型业态，使企业得以依托数字平台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网络，进一步拓展“新”的生

成空间（孙永磊等，2023）。在“质”的提升方面，数字化通过流程优化和资源配置再造，提高了生

产效率与要素利用率。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不仅提升了决策精度与响应速度，也降低了运行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Lin等，2022）。此外，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柔性与组织韧性，使其能

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Bertsima和Kallus，2020），从而推动生产力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

在具体环节中，已有研究初步揭示了数字化的赋能机制。例如，在供应链环节，大数据通过降低

信息不对称来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谭志雄等，2025）；在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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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合作环节，数字化通过数据驱动的知识编排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尚

路等，2025）。这些研究为理解数字化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现

有研究对“新”与“质”的内涵缺乏深入的解构式分析，对于数字化赋能究竟实现了何种“新”、提
升了何种“质”等核心问题仍未厘清。同时，大多数研究停留于静态关联层面的探讨，忽视了数

字化赋能的动态演化过程，尚未揭示多元驱动因素与多赋能环节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机

制。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因果链条的系统阐释，削弱了理

论解释力，也降低了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价值。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索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选择该方法的原因

如下：一是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初期，相关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扎根理论能够在缺乏先验理论的情况下，依托原始访谈资料开展系统分析；二是扎根理论注重

从实践中抽象概念、提炼范畴，并通过持续比较与理论建构，形成反映现实过程的理论模型，契

合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选择研究样本。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关于数字

技术深度应用的战略部署，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数字技术由工具应用向系统整合的演进

过程中取得积极进展，其在数据资产化管理、智能决策系统部署等典型场景中，逐步展现出数

字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为筛选出这类企业，本研究参考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权威

榜单中被广泛报道、成为参考范本的标杆企业，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

动”中的标杆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的全国首批30个“数字领航”企业，这类企业数字化实

践的先进性已获普遍认可；二是《企业数字化水平评价规范》（T/GDC 232-2023）中的评价标

准，该标准将企业数字化水平划分为四级，其中第四级（评分80—100分）对应“利用全业务链数

据集成分析，实现数据驱动的业务协同与智能决策”，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进入深度渗透阶段。

最终结合团队的资源可获取性，选定小米、华为、中车等20家样本企业，这些企业的数字化实践

已突破技术应用表层阶段，实现与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提炼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规

律性认识提供支撑。

（三）数据收集

明确样本选取范围后，研究随即筛选访谈对象，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完成原始数据采集。

研究选取20家企业的31名调研对象，并通过随机抽样将其分为两组：一组包含27名访谈对象，

用于扎根理论研究；另一组包含4名访谈对象，用于饱和度检验。半结构化访谈所聚焦的主题是

数字化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主要与访谈对象讨论以下问题：您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什么？

在企业中哪些东西算是新质生产力；企业引入了哪些数字技术，这些数字技术对生产、管理、创

新等活动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研究团队的访谈工作由两名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核

心成员负责。访谈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11月进行，访谈总时长约34小时，记录约29.5万字的

原始访谈资料。为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还收集了企业官网报道、新闻网站报道、企业研

究报告及相关文献等二手资料用于“三角验证”。关于原始访谈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具体收集情

况，详见表1。
 

13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8卷第4期）



 
 

表 1    数据收集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 数据信息统计

半结构化访谈

录音时间 文本字数 时间 访谈人数 其中高层人数
34小时 29.5万字 2023—2024年 31人 10人

访谈内容
访谈问题围绕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应用、数据要素管理等主题展开，旨在全面了解企业

数字化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二手资料

种类 时间 数量 文本字数
官网报道

2020—2024年

16篇 4.5万字
其他新闻网站报道 29篇 8万字

企业研究报告 38篇 20万字
相关文献 24篇 38.5万字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遵循Strauss和Corbin（1997）提出的编码程序，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

选择式编码。首先，在未设定任何预设的前提下，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初步分析，梳理现象、划分

概念，提炼出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28个副范畴（表2）；其次，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编码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将特征相近的副范畴归纳整合为9个主范畴（表3）；
最后，综合前两阶段所识别的类属及其关系，提炼出3个核心范畴（表4）。
 
 

表 2    开放式编码示例(部分)
副范畴 原始数据摘录

实时监测生产 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设备和资源转化成数据，这样我们就能实时监测企业的生产情况

建立信任基础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以前谈合作，流程复杂不说，还得找担保机构，既费钱又费时间，现在

区块链技术直接用代码搞定信任问题
技术交流 我们经常跟初创公司和学术机构合作，在开放式创新平台上进行技术交流

故障风险预警
现在的设备越来越聪明了，以前是坏了才修，现在能提前预警故障，让我们及时维护，避

免了大损失

生产动态调整
AI、大数据的应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学习历史数据，AI可以优化生产时间表、减少

浪费，提高生产灵活性
共享数据要素 我们和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互相共享部分数据要素

 

 
 

表 3    主轴式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生产加速 实时监测生产；故障风险预警；生产动态调整
管理提效 项目智能管理；项目执行透明；高效横向拉伸；自动化会议管理
关系建构 建立信任基础；智能匹配伙伴；互动式筛选伙伴

供应链优化 供应链协同；供应链可视化；供应链智能调度
机会感知 识别市场趋势；挖掘商业机会；数字前端探测
创新迭代 创新成果转化 ；数据催生迭代创新；反馈式迭代
资源共享 技术交流；打通用户圈层；共享数据要素

稀缺资源捕获 寻找互补性资源；异质性知识融合；前沿技术捕获
协调合作 行为默契；容易达成共识；利益互惠承诺

 

为了保证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对随机抽样剩下的4名访谈对象的原始访谈记录依次进行开

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在编码过程中没有发现新的理论见解。在查阅了45篇新闻

报道、38篇企业研究报告和24篇相关文献后，仍未发现被广泛研究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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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选择式编码

核心范畴 释义 主范畴

提质增效
数字化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催生新的生产管理模式，推动企业新质生

产力由“量”向“质”的跃迁
生产加速；管理提速；

供应链优化

交互合作
数字化促进企业间合作，催生出合作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圈”
关系建构；资源共享；

协调合作

创新突破
数字化加速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为企业新

质生产力的“新”提供驱动力
机会感知；创新迭代；

稀缺资源捕获
 

 四、  案例分析

本研究初步识别出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三条路径：提质增效、交互合作与创新突

破。在此基础上，以这三条路径为切入点，结合原始访谈资料，系统探究企业发展的特征、诉求

及数字技术的作用，从而揭示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将分析逻辑设计为“情境—过程—结果”三阶段。情境强调企业所处环境中存在的

驱动力与制约力，其对立关系揭示企业问题的根源（Armenakis和Bedeian，1999）。在此基础上，

企业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适配的行动过程（Burnes，2004）。第一阶段为准备过程，基于沃纳

菲尔特（Wernerfelt，1984）的资源基础观，企业的行动起点在于识别、筛选并获取具备价值、稀

缺性、难以模仿性和可组织性的战略性资源（Chisholm和Nielsen，2009）。依据变革管理理论，当

组织面临资源错配或管理僵化等困境时，需通过调整与优化管理模式（戚聿东和肖旭，2020）。
第二阶段是作用发挥过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企业通过灵活组织机制配置资源，激发其潜在

功能，并将其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从而在不确定环境中实现成长与突破（Teece等， 1997）。经
过上述行动过程，企业可获得赋能的实际结果。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情境——过程——结

果”逻辑分析框架（图1）。
 
 

赋能结果

功
能
释
放

管
理
变
革

要
素
准
备

情境

制约力
驱动力

过程1 过程2 结果
 

注：过程1为企业准备过程；过程2为作用发挥过程。

图 1    逻辑分析框架
 

（一）赋能路径：提质增效

在传统生产范式下，企业面临效率瓶颈与提质增效需求的矛盾情境。以人力密集型投入和

要素粗放式扩张为特征的增长模式，不仅导致边际效益持续递减，也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Jones等，2021）。行业竞争格局中，头部企业凭借技术优势持续挤压生存空间，同时，消费者

面临个性化需求激增与高效交付的双重压力，不断挑战传统规模化生产的边界。若不及时推进

效率革新，企业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全链条资源优化

配置的能力，能够重塑竞争优势。因此，企业需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潜力，以技术革新引领生产方

式变革，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日益重视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管理中的应用，通过引

入先进制造技术、生产运营数据与应用型劳动者相结合，为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以及培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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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质生产力奠定基础。其中，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借助物联网设备内置

的嵌入式传感器，构建起全域实时感知网络，实现生产运营数据的精准采集（Kusiak，2017）。智
能制造通过先进制造技术与算法模型的深度耦合，构建具备自感知、自决策能力的智能生产系

统。应用型劳动者是以技术实践与产业需求深度耦合为导向的复合型劳动群体，既包含通过数

字化技能培训实现人机协同的新型从业者，也涵盖解放传统劳动力的工业机器人（Warner和
Wäger，2019）。这三者构成企业“数据赋能—技术驱动—人机协同”的基础支撑。数据质量依赖

于技术精度和人工校准，技术效能则基于数据输入和人工调优，人机协同效率通过数据支持和

技术辅助得到提升。海尔利用物联网传感网络采集生产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撑，在此基础上部

署传感器搭建数字孪生系统，并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智能调控，同时借助AR辅助系统，

助力劳动者快速处理设备异常，高效完成生产任务。面对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企业亟须摒弃

粗放型管理模式，向以提升生产运营效率为核心目标的精细管理模式转型，通过细化分解目

标、构建标准化流程体系，精准识别并消除生产运营中的冗余环节，推动生产方式向精细化、柔

性化、高效化转型（戚聿东和肖旭，2020）。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效能得以释放，并在提质增效层

面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提高生产制造效率，加速新质生产力涌现。大数据技术通过打通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信息壁

垒、优化信息传输机制，推动生产环节与市场需求高效衔接，从源头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自动化

生产线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形成“替代效应”，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对生产效率与产

品质量的干扰，强化高效生产的硬件支撑（Maddikunta等，2022）。进一步地，具备感知、推理与

决策功能的智能化生产系统可根据市场与资源变化动态优化生产策略，实现生产效率的持续

跃升。以小米汽车工厂为例，其通过高精度自动化设备的集成应用，实现了从“制造”向“智造”
的转型，显著提升了生产精度与产能，验证了数字化在推动生产制造转型升级与培育和发展企

业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优化供应链管理流程，助力新质生产力提升。基于大数据、区块链与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构

建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使供应链管理更加规范、安全与透明（Wang等，2019），有效提升资源

流转效率。通过核心算法模型的嵌入应用，企业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为管理者提

供高效决策支持（Lin等，2022）。人工智能对供应链运行数据的持续监测与诊断，有助于识别潜

在风险与异常状况，保障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与韧性（Bertsima和Kallus，2020），从而为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营造稳定可靠的外部环境。京东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高效仓储与物流体系，实现从

预约、存储到配送的全流程统筹优化，能够形成高度协同与敏捷响应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新质

生产力在供应链领域的典型实践。

提升办公管理水平，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办公工具通过强化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与任

务协同，增强组织的管理柔性与环境适应力，使企业能够高效应对市场变化与复杂任务需求。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文件管理与共享系统可有效解决数据与员工信息的存储安全问题，为协同

办公提供稳固支撑（Wamba和Queiroz，2020）。人工智能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决策支持

功能，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与评估，帮助管理者在多种情境中快速识别最优方案，提升工作效

率（Niu等，2021）。钉钉提供丰富在线协同工具，通过人财物事在线数字化、办公移动化、业务智

能化，助力企业实现高效组织协同、精细化项目管理、应用开发与集成及安全管理，以提升组织

效能与管理效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组织保障。

整体而言，数字化赋能企业形成生产更敏捷、资源配置更精准、管理效率更突出的生产管

理加速效应，使其展现出高效率与高柔性的特征。高效率体现在突破传统生产模式的效率瓶

颈，通过数据分析、智能调度及资源优化，实现设备、能源及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最大化利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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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缩短生产周期，提高整体生产效率。高柔性则体现在数字化生产模式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

求变化，通过模块化设计与可重构产线，实现小批量、多品种、定制化生产，从而在柔性制造领

域开辟新的增长空间。高效率与高柔性推动企业生产制造逻辑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企业新质生

产力“质”的跃升。这里的“质”，体现为数字化突破传统粗放型生产在效率与资源利用上的约

束，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周文和许凌云，2023）。海尔互联网工厂通过对传统劳动资

料进行智能化改造，生产端效率提升30%并实现“黑灯工厂”，管理端借助数字办公工具提升项

目协作效率，供应链端库存周转率提升50%、交付周期大幅缩短。更值得关注的是，依托强大的

柔性生产能力，海尔将C2M定制化家电业务推向规模化发展，为自身构建起差异化竞争优势，

也在家电产业中培育出新的生产率增长点。这些成果凸显了新质生产力“质”的突破，通过激活

要素潜能、强化技术协同，推动生产方式向高效率与高柔性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

支撑，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提质增效路径下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

生产力的机制模型（图2），并提出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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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提质增效路径下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命题1：生产效率较低与提质增效需求的矛盾情境，激活生产要素向应用型劳动者、生产运

营数据与先进制造技术升级。为充分利用生产要素，企业需升级为精细管理模式，以提升生产

效率，优化供应链流程和办公管理水平。由此形成的生产管理加速效应赋予企业高效能与高柔

性特征，加速企业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二）赋能路径：交互合作

在技术迭代加速、研发投入攀升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单个企业受制于资源禀赋与

技术储备的局限，难以在全领域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孙永磊等，2023），这成为企业寻求外部协

作的重要内在动因。然而，专利交叉授权的高成本、技术泄露的潜在风险以及核心技术控制权

让渡的战略顾虑，使企业间合作往往停留于浅层面，呈现出碎片化与非持续性特征

（Grimaldi等，2021）。因此，企业亟须构建“竞合共生”的生态体系，在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实

现技术互补与能力协同，为高水平、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凝聚合力。

在这一过程中，开放共享平台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枢纽。企业依托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体系构建开放共享平台（Jacobides等，2018），以此集聚协同型劳动者。这

类劳动者以技术动态集成与生态深度协同为目标，不仅具备多元技能整合、动态角色切换及数

据驱动的实践能力，还拥有主动探索和跨界整合的思维认知，能够突破组织边界与时空约束，

在跨领域、跨主体协同中实现价值共创（De Falco等，2017）。开放共享平台具备标准化接口与

跨系统兼容技术，有助于消除企业间的“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共享（马鸿佳和王

亚婧，2024）。这三者共同构成企业“平台支撑—人才共创—数据融通”的合作基础。平台支撑为

人才共创与数据融通提供依托；人才共创形成的智力聚合，需要通过数据融通提升协作精度；

数据融通产生的信息流动，又依靠人才共创实现深层价值挖掘。小米依托MIUI系统和智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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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态构建跨设备互联平台，一方面打破设备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米家设备与开发者数据的互

通；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开发工具与简化通信协议，吸引跨领域开发者参与应用共创，体现出平

台对人才协同的支撑作用。为响应生产要素跨界融合的需求，企业亟须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协

同梗阻，向合作管理模式转型。该模式以提升组织敏捷性与生态协同力为目标，强调关系多样

化、资源共享化与结构柔性化，其核心在于依托数字平台维护和拓展合作网络，进而培育开放、

互动、共赢的协同生态（Gawer和Cusumano，2014；戚聿东和肖旭，2020）。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

效能得以释放，并在交互合作层面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促进合作关系建构，共同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大数据通过整合不同行业与领域的信息资

源，延展了企业的能力边界。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企业间的沟通方式和沟通频率得到升级，合

作关系不断强化，组织间的联结强度显著提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搭建了各种云平台，使

参与主体能够跨时间、跨行业、跨地域开展交流与协作，从而释放企业间连接的协同红利

（Sandberg等，2020）。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功能可有效降低合作中的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Yap等，2023）。美的集团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了一个安全可靠的

多方安全计算平台，通过不可逆加密和多线程运算机制，实现了生产、销售、金融和物流之间的

互联互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交互合作和合约管理。

加速企业间资源共享，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融通发展。数字平台的兴起加快人才要素的流

动，有利于缓解区域间科技人才分布不均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基于区块链数据库创建的知识

管理平台，凭借其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能够有效提升知识搜集与整合效率，形成自下而上的

知识库体系。与此同时，企业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互补性技术资源进行精准识别与挖掘，实现

需求方与供给方的高效匹配，从而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Jacobides等，2018）。海尔集团搭建

的HOPE平台已成为参与者聚集的生态社区，目前已覆盖了100+核心技术领域，12万+社群专

家，全球可触达资源达到100万+。HOPE平台从各方面调动了资源的积极性，为企业提供供需

对接、资源共享等服务，促进了企业大规模、高质量的产出。

保障企业间协调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基于交易成本

理论的治理体系，数据交互在其中发挥经纪人和连接器的功能，能够实现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

有机整合（陈晓红等，2022）。借助高度互联的知识管理系统对合作方的知识贡献进行量化评

价，可实现知识产权与绩效共享，优化原本复杂且协调难度较高的决策与分配机制（Di Vaio等，

2021）。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演进，合作管理模式呈现出结构性变革，通过合作过程的可视化与量

化，企业间的协调成本和时间显著降低，合作效率得以提升（Nambisan等，2017）。为应对开放

式环境的挑战，华为设计出个体价值驱动型管理方式和分布式协作机制，以确保开源社区的有

序发展，建立多元化、包容性、可信赖的开源生态系统。

整体而言，数字化赋能企业形成关系联结更紧密、资源流通更便捷、合作运转更稳定的资

源关系联动效应，使其展现出高协同与新模式的特征。新模式体现在数字化打破传统企业边

界，催生开放包容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推动合作逻辑由封闭链式走向开放网络，价值创造

由单点增值走向跨界共创，治理方式由合同管控走向数据驱动与智能治理，从而实现合作模式

由传统范式向新型范式的升级，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组织形态上的“新”。高协同则体现在数字

化通过构建高效协同数字平台，实现资源聚合、供需匹配优化与信息精准流转，既能减少重复

沟通与返工成本，又能降低资源闲置与错配现象，最终推动现有生产力向更集约、更高效的方

向升级，这反映出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之“质”。以小米平台为例，其通过“投资+孵化”的方式，将

业务触角延伸至智能硬件、IoT设备、生活消费、内容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依托平台优势，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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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态内快速流转融合，缩短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全流程周期。这

一模式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推动更多企业向平台化、网络化与生态化转型，进而

在更广领域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价值共创，为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注入“新”的动能、筑牢

“质”的根基。基于此，本研究构建出交互合作路径下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图3），并提出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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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交互合作路径下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命题2：合作壁垒固化与交互合作需求的矛盾情境，驱动生产要素向协同型劳动者、平台共

享数据和平台搭建技术拓展。为消除要素协同梗阻，企业亟须向合作管理模式转型，推进企业

的关系建构、资源共享与协调合作。由此形成的关系资源联动效应赋予企业高协同与新模式特

征，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向“新”与“质”进阶。

（三）赋能路径：创新突破

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核心技术掌控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改革初期以技术引进为主导的发展策略虽有效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长期形

成的“重引进、轻研发”的路径依赖，导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滞后。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通过

构建技术封锁网络、实施严格出口管制等方式，加剧了我国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困局。这

种研发能力不足与创新突破需求的矛盾，已严重影响国家科技安全。在此背景下，企业亟须主

动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陈劲等，2021），着力破解“卡脖子”难题，为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使企业在自主研发及创新应用中形成显著

优势（Li等，2023），并赋予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典型特征。企业将高端技术深度融入

研发设计环节，构建新产品与技术孵化体系，同时通过人才吸引与激励机制汇聚创新型劳动

者。这类人才以批判性创新思维为内核，兼具工具改造与方法论创新能力，能主动突破工作边

界开展场景化探索，在试错实践中推动技术革新，其创新行为可助力企业实现从技术应用层面

向底层创新逻辑的跃迁。数据作为创新链的初始驱动要素（Wu等，2019），可以率先激活创新动

能。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数据驱动—技术引领—人才赋能”的创新支持体系。数据效能的发挥

离不开技术工具的算力支撑与人才对算法模型的优化能力，技术攻坚的进度取决于数据资源

的广度和深度与人才团队的研发水平，人才创新活力的迸发则通过数据的实时反馈与技术的

工具辅助得到释放。华为依托全球研发网络汇聚数据资源，投入千亿资金研发核心技术并运用

AI优化产品设计，同时通过“天才少年”计划吸纳顶尖人才组建跨学科团队。面对创新要素的加

速集聚，企业亟须构建以前沿探索与技术突破为导向、以提升颠覆性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的创

新管理模式，通过变革创新流程、优化组织结构，并培育敢于试错的创新文化（Nambisan等，

2017），使创新基因深度融入从需求洞察到成果转化的价值创造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

效能得以释放，并在创新突破层面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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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动创新机会识别，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企业

逐步摆脱被动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创新警觉性。企业利用大数据监控外部事件、趋势和

环境，不断挖掘生产力潜力，其信息扫描频率越高，识别创新机会的概率也越大（Ranjan和
Foropon，2021）。数字技术具有高度渗透性和广泛覆盖性，能够增加信息扫描的深度和广度，并

且数字化工具可以更精准地分析这些信息并产生科学预测，使突破式创新的趋势更容易被预

见。华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敏锐的战略洞察，发现国内住宅结构、房屋条件等阻碍了信号传输。

为解决这一痛点，华为研发出更为稳定、抗干扰能力更强的PLC电力线组网技术，极大提升了

信号传输的速率、覆盖度和稳定性。

第二，捕获创新稀缺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异质性知识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允许企业跨界搜索知识，这便于企业发现创新稀缺的异质性、关键性知识

（Lyu等，2022）。创新型劳动者也能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知识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深度学习能够

加快内外知识的融合和重组，丰富企业的知识库。人工智能还可以实现知识再创造，弥补人类

脑力的不足（Liu等，2020）。此外，数字技术使企业锁定创新所需资源，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对创

新资源进行调配和编排，能够缓解创新资源错配。小米生态链通过整合众多合作伙伴，聚集了

各种创新资源，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知识、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能够快速流动，为生态参与者

提供互补性、稀缺性资源，形成创新资源共享机制。

第三，催生数智创新迭代，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可再生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承担基础

性与重复性工作，使员工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研发任务

（Amankwah-Amoah等，2024）。借助数字孪生等仿真技术，企业以数字样品替代实体样机，在复

杂环境中实现虚拟测试与优化，通过试错——模拟——迭代的循环过程显著提升研发效率与

创新成效。数据的实时动态调整与可再生性进一步增强了创新迭代的持续性与自我更新能力

（Saura等，2021）。华为组建自动驾驶网络实验室，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还原真实交通场景并构建

交通流模型，通过仿真测试验证系统与算法，再结合用户反馈和实际驾驶问题不断优化迭代。

该过程不仅加速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也显著提升了其在复杂场景下的适配能力。

整体而言，数字化赋能企业形成创新靶点更精准、创新资源获取更高效、研发迭代周期更

短的关键技术突破效应，使其展现出新技术与新业态的特征——新技术体现在注重培育并形

成技术研发自主可控能力，以此破解我国关键技术领域的 “卡脖子” 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生

产力天花板制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突破性技术支撑；新业态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

力，通过延伸和拓展技术应用场景，推动传统经济组织形态、经营模式、服务场景的深度创新，

为新商业模式的孵化与成长提供适配的生态支撑，进而形成的新型经济活动形态。新技术与新

业态推动企业在创新范式和发展模式上发生系统性变革，从而实现企业新质生产力“新”的突

破。这里的“新”，是指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依托关键技术突破而形成的生产

力形态，其本质在于通过重构技术路径与业态格局，引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大疆深度应用

数字技术推出Agras系列农业无人机，凭借核心技术自主突破打破国外垄断，不仅提升了我国

高端制造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推动了农业现代化。截至目前，Agras系列无人机全球累计作

业面积已突破75亿亩次，覆盖中国约1/3的农业土地，切实惠及广大农户。更重要的是，这一技

术应用还推动低空经济新赛道爆发，并向物流等多元行业渗透，带动相关领域实现生产力升级——
这正是新质生产力以创新引领变革的具体实践。由此，本研究构建了创新突破路径下数字化赋

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图4），并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研发能力不足与创新突破需求的矛盾情境，促使生产要素向创新型劳动者、创新稀

缺数据以及创新研发技术聚集。为激发创新要素的效能，企业需升级为创新管理模式，便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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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机会感知、稀缺资源捕获与数智创新迭代。由此形成的关键技术突破效应赋予企业新技

术与新业态特征，催生企业新质生产力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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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新突破路径下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五、  进一步讨论

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逻辑，本研究系统剖析了提质增效、交互合作和创新突破

三条作用路径的具体机制。值得关注的是，三条路径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存在“效率驱动—
协同耦合—技术反哺”的增强回路，共同构建起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机制。

效率驱动表现为提质增效为交互合作与创新突破筑牢根基。一方面，提质增效带来的效率

优势与质量红利，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吸引力与议价能力（Luo等, 2024），为协同

合作奠定结构性基础。宁德时代以行业领先的电池制造效率，成为特斯拉、宝马等头部车企战

略合作伙伴，其高效稳定的产能输出持续深化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提质增效通过释放产能冗

余与优化生产流程，为技术创新预留空间并沉淀出高质量的基础能力，从而为创新突破提供重

要载体。华为依托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资源调度与产能缓冲能力，能够迅速整合冗余资源，大幅

缩短5G技术从研发定型到规模量产的转化周期。

协同耦合体现了交互合作反向赋能提质增效并推进创新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
互合作通过外部经验汲取驱动生产系统进化，实现工艺参数动态调适与产能释放。海尔青岛冰

箱互联工厂借鉴德国工业4.0模块化生产理念，完成生产线工艺参数智能切换与产能柔性释

放，在动态调试中释放冗余产能。与此同时，交互合作有利于促进异质性知识碰撞并激活跨领

域技术渗透，形成互补性创新优势（Sandberg等，2020）。小米汽车依托生态链体系，联动上下游

企业、科研机构及开发者，将算法能力、硬件制造经验与场景需求深度耦合，推动智能驾驶等前

沿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

技术反哺体现为创新突破为提质增效和交互合作提供支撑。技术迭代与生产模式的深度

融合，驱动生产体系向智能化、柔性化方向加速跃迁，这是新质生产力替代传统生产力的典型

体现（刘伟，2024）。以工业机器人为例，其直接嵌入生产各环节，通过自动化操作减少人工干

预、优化流程衔接，显著带动生产效率跃升。此外，创新突破亦通过场景重构反哺交互合作（戚

聿东和肖旭，2020）。具体表现为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新打造沉浸式协同场景，可

使远程协作达到近似面对面交流的效果，进而提升跨地域、跨时空协同的效率与质量。在融入

AR远程协助等技术后，一线工人与远端专家能在信息同步、视角相同的前提下进行协同工作，

进一步强化了协作效能。

由此可见，提质增效、交互合作与创新突破三条路径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存在“效率驱动—
协同耦合—技术反哺”的增强回路。三者环环相扣、彼此赋能，其动态演进过程揭示了新质生产

力“以质育新、以新促质”的内在逻辑。其中，“以质育新”是以“质”的突破为起点，为“新”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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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条件，构成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础环节。“以新促质”则以“新”为驱动，推动“质”实现

跨越式提升，这是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成果体现。最终，企业生产力在“质”的持续积累与

“新”的关键突破中实现跃升，完成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基于此，本研究构建出

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机制模型（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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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六、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企业的不断革新。本研究在相关文献

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数字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路径，并在

此基础上梳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数字化通过提质增效、交互合

作和创新突破三条路径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在三条路径中，数字化分别发挥生产管理加

速效应、资源关系联动效应和关键技术突破效应；提质增效与交互合作推动高效率、高柔性与

高协同，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中“质”的重要支撑，而交互合作又与创新突破催生新技术、新业

态与新模式，构成“新”的核心表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上述三条路径彼此衔接、互相

促进，“以质育新、以新促质”的动态演化过程；构建出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

研究结论有望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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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填补了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微观层面的研究缺口。宏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培

育与发展机制已得到相对充分的理论阐释（刘伟，2024；洪银兴，2024）。但微观层面，企业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机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建构。本研究整合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与

变革管理理论，揭示企业内部资源禀赋与能力架构协同演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阐释

其生成机理。同时，明确企业新质生产力中“新”表现为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质”的支撑是

高效率、高柔性与高协同。本研究丰富了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为企业培育新质生

产力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本研究构建了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数字化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

作用已达成学界共识（侯二秀等，2025），但现有研究多侧重现象层面的关联识别，对具体赋能

机制的解构仍待深化。本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的跃升”的基本内涵，回归企业资源整合与价值创造的本质属性，构建了数字化赋能企业新

质生产力的机制模型。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填补了对新质生

产力形成机制理论体系的研究缺口。

第三，本研究为解析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提供了多路径和动态视角。现有研究多将提

效、合作与创新视为单向链条独立环节（Midgley和Lindhult，2021），而本研究发现提质增效带

来的“质”的提升，促进了交互合作和创新突破；交互合作所孕育的“新”与“质”，有利于提质增

效和创新突破；创新突破催生的“新”，又反向驱动提质增效与交互合作。三者形成“效率驱动——
协同耦合——技术反哺”的动态循环，“以质育新、以新促质”共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向“新”
与“质”协同演进。本研究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框架，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多环节交织、动态

演进的复杂过程，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

（三）实践启示

加快培育和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多维协同推进。首先，企业应加快生产与管理的数字

化升级，深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生产制造与管理中的应用，以提升生产效率与决策

质量，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其次，企业要积极探索跨界

合作新模式，打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圈”。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与渗透，连接多元

主体，搭建数字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企业还应重视建立关系网络，通过协同互动汇

聚培育与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合力。再次，企业要发挥数字化对颠覆性创新的驱动作用，利

用数字技术捕捉创新机遇、重塑创新流程，并建立与之匹配的组织机制和创新环境。同时，应基

于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突破性技术，确保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最后，企业需构建“增效—
合作—创新”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统筹提质增效、交互合作与创新突破，打好培育和发展企业

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
（四）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完善。一是虽然扎根理论有助于初探阶段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理论建构，但是样本数量有限，未来仍需通过大样本验证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二是

研究样本多聚焦于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特征与实践呈现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

研究对象范围，具体可针对中小企业开展专项研究，探索数字化赋能不同规模企业的作用机

制。三是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持续演进的概念，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需要不断修正与丰富，未

来可以开展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追踪研究，通过长期跟踪把握其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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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o refine the paths
through which digitalization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ization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ree path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Within these paths, digitalization plays roles in accelerat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linking resource relationships, and breaking through key technologie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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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along with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promote high efficiency,
high flexibility, and high collaboration, forming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quality”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Meanwhil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give
rise to new technologies,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models, constituting the core expression of
“new”.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is precisely the dynamic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which the three aforementioned paths connect with and promote each other,
“nurturing ‘new’ with ‘quality’ and enhancing ‘quality’ with ‘new’”. A mechanism model for
digitalization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is constructe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terprises;  empowerment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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